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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与昆曲文化的传播 

胡亮
1
 

【摘 要】：文化艺术的传播、发展与地域之间的文化交流息息相关，京杭大运河作为中国自古以来沟通南北地

区经济、文化的水路要道，对昆曲文化的传播发展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昆曲自诞生以来，无论是其自身所呈

现的历朝历代的自我革新，或是因南北流布而产生的盛极一时的繁荣，皆与京杭大运河的文化输送与传播能力紧密

相连。因此，以京杭大运河文化变迁视角对照昆曲的产生与传播脉络予以分析，能够进一步探究昆曲在历史发展过

程中演变的深层因素，总结戏曲艺术形成与文化沟通之间的内在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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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北起北京，南至杭州，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标志和象征，其贯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并流经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经济最为富饶的地区，自然形成了多层面而独特的大运河文化，而昆曲文化便是其最重要的组成部

分。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昆曲活动不仅有效地营造出别具风格的文化交流空间与平台，还提供了自我衍变、发展的传播方式，昆

曲的产生、发展、流布与传播便与大运河文化变迁息息相关。 

无论是戏曲繁盛、声腔四起的明清时期，还是再创昆曲辉煌的苏州全福班，抑或是北京昆剧传习所、仙霓社的成立，京杭

大运河文化无不贯穿在昆曲演变的全过程中，从而推动了昆曲格律、文本创作、理论批评、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发展，

并赋予了昆曲艺术深厚的人文内涵，极大地促进了它的流布、传播与繁荣，影响了昆曲的存在方式、表演形态和审美艺术风格。 

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活动重要的组成部分，昆曲艺术又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大运河沿线昆曲爱好者的精神生活、文化传统

和社会形象，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大运河文化变迁与昆曲艺术一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从昆曲流布及辐射

区域与京杭大运河关系来看，昆曲的流布正是以运河为中轴线向沿岸区域辐射扩散，正所谓“水路即戏路”，京杭大运河以便

利的交通条件、频繁的人口流动、充裕的人文养分哺育了昆曲，使得昆曲对南来北往的诸多声腔吸纳成为可能，同时又把昆曲

从南方传播到北方，成为精彩纷呈的大运河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1](P96)

 

一、昆曲在大运河沿线的流变 

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带动了大运河沿线诸多文化区的变迁。通过跨自然水系的通航与漕运，使大运河流域不同文化区在思

想意识形态、社会生产生活方式、民俗民间信仰、文化艺术等方面进行了深层次、广角度的交流融合，并在南北文化变迁过程

中进一步推动了文化的融合，以昆曲为代表的戏曲文化便是其中的代表。 

昆曲源自于元朝末年苏州昆山地区的昆山腔，在明朝嘉靖、隆庆年间，经昆山戏曲音乐家魏良辅等人的悉心改革，在保留

原先“流丽悠远、殊为可听”的特点之外，又借鉴了北曲曲调的长处，再配以伴奏乐器笙、管、笛、琵，获得了士大夫和广大

市民的喜爱，尤其是梁辰鱼创作《浣纱记》传奇予以配合以后，昆曲的舞台演出日益兴盛。由于昆曲在剧目创作上继承并发展

了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在艺术体系上日臻完善。发达的市民经济，良好的戏曲发展环境，政府和上层社会的功利与喜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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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于是，从明朝中叶开始，凭借自身独特的艺术价值和上层社会的崇尚追捧，昆曲以大运河沿线城

市——苏州为发展中心，通过大运河这个载体，迅速传播到南北各地，在中国剧坛盛行两百年之久。[2](P15）总体来说，在大运河

文化变迁的影响下，昆曲的发生与发展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明朝嘉靖中期至万历年间。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受大运河水运经济的刺激，国内外富商巨贾云集

苏州昆山、太仓一带，昆山和太仓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城市。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带来戏曲文化活动的活跃，以魏良辅、张小泉、

季敬坡、戴梅川等人为代表的昆曲艺术家对昆曲进行改革，他们使昆曲曲牌实现了“南北合套”，并形成了一定规模的戏曲管

弦乐队，极大丰富了昆曲唱腔的艺术表现力，在他们的努力下，昆曲艺术已经是“转喉押调，度为新声，取字齿唇间，跌换巧

掇恒以深邈助其凄唳。吴中老曲师如袁髯、尤驼者，皆瞠乎自以为不及也”[3](P37）。 

自元末明初昆山腔的演变，到明朝嘉靖时期昆山腔的改革，在经历了二百余年的漫长发展历程以后，在苏州昆山、太仓等

大运河沿线中心城市的社会经济推动下，社会对昆曲的观剧需求愈发强烈。昆曲在这样的历史人文环境中，借助魏良辅等人的

改革与推动，不断发展，无论是舞台表演、行业组织、剧目创作乃至理论研究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影响全国的大剧种。 

第二个阶段是明朝万历末年至清朝康熙二十年前后。昆曲以苏州为中心，沿着运河沿线不断“北上”，昆曲的演职队伍不

断壮大，新作数不胜数。演出组织也逐渐多样化。既有称之为“家乐”的家庭戏班，也有职业戏班，同时还有为宫廷演出的演

剧班，等等。 

昆曲随着大运河沿线不断“北上”，成为北方运河城市最受欢迎的戏剧剧种。昆曲演剧中心开始由苏州逐渐北移，北京逐

渐成为除苏州之外的昆曲发展中心。很多苏州演唱水平较高的家庭昆班、职业昆班演员深受北方运河城市戏曲从业者的青睐，

在一年一度的虎丘曲会中，北京的官僚、士大夫效仿苏州风气，纷纷南下，采选演员置办家班。一些著名的家班如田弘遇家班、

沈香班广受观众喜爱，社会观演昆曲达到狂热程度。发达的城市经济、繁荣的演剧中心与众多的戏曲班社组织又进一步促进了

昆曲的繁荣。 

江南昆曲在流入北方以后，受南北戏曲音韵、审美情趣的影响，形成了昆曲新的艺术流派——“北昆”。[4](P25-27）《曲律·论

曲源》曾记载：“迩年以来，燕、赵之歌童、舞女，咸弃其捍拨（琵琶），尽效南声，而北词几废。”[4](P21)这充分说明，万历末

年以后在北京舞台频繁上演的声腔便是源自于苏州的昆腔了。 

第三个阶段是康熙二十年至乾隆末年，这是昆曲繁盛的最后阶段。全国政治经济形势稳定，城市商业繁荣，在经历改朝换

代的风浪之后，剧作家将精力投入鬼蜮仙境的剧本创作之中，虽然造就了舞台的空前华丽，却将剧本创作引向终结。随着明末

家班盛行的经济基础被进一步破坏，地方戏艺人为了生计沿着大运河北上进京开辟新的演剧市场，他们组建了许多职业演剧班

社，在吸收地方戏声腔表演特色基础之上形成了风格各异的表演艺术流派。 

除了北京、苏州这两个南北昆曲中心城市之外，在大运河沿线城市如扬州、杭州等地又形成了新的昆曲发展中心，职业昆

班开始跨地区遴选名角组班，并在大运河沿线城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跨地区展演活动。无论是迎神赛会抑或是岁时节令，观众

对于昆曲观演的火热程度丝毫不退，社会各阶层对昆曲的火爆程度进一步刺激了市场对优秀昆曲演员的需求。 

苏州、扬州等地逐渐成为昆曲演剧人才培养基地，他们通过大运河向北方各大城市输送昆曲人才，进一步刺激了职业昆曲

演出事业的繁荣。以北京为例，在苏州、扬州持续不断的人才输送下，北京汇聚了当时全国各地一流的昆曲表演人才，并形成

了聚和班、太和班、苏州集秀班、扬州老徐班等江南名班北京轮流会演的局面，共同营造了昆曲艺术的繁盛局面。[5](P29) 

第四个阶段是清末民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随着运河漕运业衰落，明清时期在南北取得辉煌的昆曲逐渐衰落，苏

州作为昆曲发展中心的地位不复存在，而在北京，随着徽班、京班的崛起，填补了昆曲雅化而遗留的民间演剧市场的空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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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茶园公共演出场所的出现，使民间多声腔种体系得到充分发展，在高腔、秦腔等诸多声腔冲击下，演剧规模锐减，班社组

织崩溃。以昆曲发源地苏州为例，同光之交的苏州，昆曲演员有“百十余名”，到光绪十年十月所存即“不及百人”。 

民国初年，昆曲发展愈发艰难。四大昆班中的大章、大雅被迫解散，昆曲惨淡经营的命运在其发源地苏州也无可避免。而

昆曲北方演出的中心城市北京其状况也不容乐观，在乱弹诸腔的影响下，唯一职业昆班集芳班解散，戏曲演出市场已经是花部

风靡、昆班绝迹。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随着国民经济的复苏，河运荒芜的现状有所改观，再加之南水北

调工程的启动和大运河“申遗”的成功，京杭大运河又重新回到了时代的热点，一大批昆曲艺术家通过“改戏、改人、改制”，

大胆推出了如青春版《牡丹亭》等一批新改编传统剧目，积极探索昆曲事业发展的新路径。 

二、大运河对昆曲传播的影响 

探寻昆曲的产生、流变与发展的历程，就无法回避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所起到的重要推动作用。昆曲原本是“止行于吴

中”，后几次沿运河北上，并吸收沿途各个城市戏曲声腔的特点，逐渐从“吴中”向外省蔓延，而在运河沿途所遗留的昆曲唱

腔与其他戏曲声腔相互交融又形成了新的昆曲分支流派。 

自昆曲诞生以来至明朝万历年间，其已形成“四方歌者皆吴门”的局面，并牢牢占据了北方新开辟的戏曲演出市场，在北

京形成了刚健、豪放的“北昆”表演艺术流派，与江南苏州、昆山一带的“南昆”表演艺术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便是昆

曲艺术发展历史上著名的“南北分野”现象。[1](P97-102）由此可见，大运河文化变迁对昆曲艺术传播影响是至关重要的，昆曲艺术

经过大运河的融合变得更加富有内涵，同时又进一步吸收了其他声腔的表演艺术特点，逐渐成为影响全国的戏曲剧种。总体而

言，其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对昆曲唱腔传播的影响 

众所周知，文化线路是“一条由陆路、水路或者其他形式组成的线路，它产生并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人类在思想、文化、

价值观上的交换，并强调这种文化间的杂糅与融合，突出的是隐藏在人类文化迁移中的丰富人类文化现象”[6](P15）。随着运河带

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文化中心南北交融逐渐深入，大运河文化线路上的民间艺术活动，为昆曲唱腔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词、曲素

材，并进一步影响了其传播的总体趋势。 

其一，南北唱腔音乐风格的互融。昆曲唱腔是昆曲音乐之主体，其与语言艺术紧密结合，通过声、腔、韵、调的婉转变化

来形成有情感的音乐片段，从而来对应与之相配的表演艺术。在昆曲唱腔中，语言文字的声、韵、调与文字组合结构决定着唱

腔的旋律与节奏走向。因此，“南昆”与“北昆”受当地语言艺术的影响，在音乐文化风格上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明嘉靖之前，

“南北昆”音乐文化风格融合的问题一直无法解决。 

随着大运河文化交流、变迁的深入，许多南北昆曲乐手、演员所组成的昆班南下北上，如擅长弦索的河北曲师张野塘与擅

唱昆山腔的魏良辅一起合作，将北曲乐器与音乐引入昆山腔，使昆山腔音乐风格不仅具有南曲委婉缠绵的特色，而且还兼具北

曲粗犷豪放之风格，创新后的昆曲唱腔以不同的调式音阶来适应南北方言表述的需要，在表现力上有了极大的提高。 

其二，辨字、正腔的行腔要求。随着大运河水运昆班商演的繁荣，“南昆”演员逐渐意识到原本的唱腔在表演上有着较大

的局限，而“北昆”演员则强调“依字行腔”，以辨字、正腔等步骤来规范昆曲中的字声、板眼。演员将唱腔字音分为字头、

字腹、字尾三部分，要求歌者按照汉字的韵律美感进行演唱，同时还需格外重视发音位置与方法，强调行腔的韵部分类与入声

字的艺术处理。 

这一表演上的特色被“南昆”演员所借鉴，并引入音韵学的研究成果，为解决南北昆曲曲音与押韵的问题，对昆曲创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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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在全国范围的推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除此之外，对于昆曲表演者的情绪，行腔的轻重缓急、节奏问题，也被南北昆班

演员所重视，并随着大运河水路传播形成南北昆曲界的共识。 

其三，昆曲唱腔结构的发展。昆曲唱腔结构是昆曲唱腔建构的基础，在“南北昆曲”漫长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已经从单一

的曲牌体发展成兼具板腔体、曲牌体两者兼而有之的综合体。[7](P79）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杨荫浏在其著作《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中对“南北昆曲”融合后的唱腔结构有着比较详细的描述：“称由多少不同曲牌连接而成的乐曲为曲牌体；称由同一曲牌，经

过各种板式变化发展而成的乐曲为板腔体。 

若以这样的分类方法来看南、北曲，则它们兼备二者：一方面它们常有若干曲牌连成，当然是曲牌体；但从另外一方面，

如南曲之‘前腔’，北曲之‘幺篇’，在同一曲牌连续运用的时候，又带有板式上的变化，可视为板腔体。因此，可以说，南

北曲是包含着板腔体的曲牌体。”[8](P931-932）昆曲唱腔结构在演变过程中的“南北合套”现象实质上深受大运河线路文化互融的影

响，是南方之柔与北方之刚的双重融合，从而营造了一种南北兼容的昆曲艺术审美情趣。 

（二）对昆曲演剧人员的影响 

京杭大运河使沿线城市的经济得到繁荣，贯通北京与江浙的京杭大运河使得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中心得以互动，也推动了

昆曲演剧人员分类与细化的进程。就社会属性而言，昆曲演剧人才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即宫廷昆班、职业昆班、家庭昆班，他

们对昆曲演剧艺术的创作是相互补充、相互丰富的。 

如以家族成员为基础所组成的昆曲演剧班底，可以称之为家班；但是若以职业演出为主要目的，则从演出属性来说应该属

于职业昆班。京杭大运河戏曲演出繁华之际，这些家班沿着大运河北上，又成为宫廷演剧事业不可或缺的内容，家班同时具备

了宫廷昆班的属性。因此，大运河文化的变迁促使了昆曲演剧人员分类的细化与交叉，推动了“南北昆曲”的进一步繁荣。 

从昆曲演出历时性角度来看，家庭昆班盛行是昆曲史上特有的现象，但并非是昆曲演出的主体方向。昆曲演剧队伍的充实

始终与大运河水路活跃的民间职业昆班有着密切的关系。家庭昆班中的演员不以追求商业效益为主要演出目的，只求演出质量，

且一般都是在私人场合进行。而观赏的对象大多以中上层文人为主，其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他们的审美情趣、标准对昆

曲的雅化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长期、单纯地为少数人服务，从属于少数人的意志，其演出市场是注定无法进行深入拓展的。随着北方昆曲中心的崛

起，来自苏州、常州、扬州的昆曲演剧人员随运河北上，为了生存，他们摆脱了早期在宅第演唱的束缚，在表演方式上追求雅

俗共赏，得到了不同层次观众群体的喜欢，使昆班的演出日趋繁盛，并逐渐使原有的昆曲家班职业化。 

职业化的昆曲家班不仅可以承接宫廷昆曲演出业务，还可以随时应付社会上一般喜庆宴会场合的召唤，为岁时节令的民俗

节庆活动提供演出服务，因此，这时民间职业昆班同时也具备了宫廷昆班的属性。如清朝康熙年间的聚合班，其原本是职业昆

班，然而因为技艺高超经常应召为宫廷进行演出。 

据应奎《柳南随笔》记载：“康熙丁卯、戊辰间，京师梨园子弟以内聚班为第一。时钱塘太学防思异著《长生殿》传奇初

成，授内聚班演之。”
[9](P16）

而同时期的宫廷昆班金斗班则以擅演《桃花扇》为名，常被京城名流请入私宅，进行家乐演出，孔

尚任曾在《桃花扇本末》中记载：“己卯(康熙三十八年)除夜，李木庵总宪遣使送岁金，即索《桃花扇》为围炉下酒之物。开

岁灯节，已买优扮演矣，其班名‘金斗’，出之李相国湘北先生宅，名噪时流，唱《题画》一折，尤得神解也。”[10](P113) 

昆曲演剧人员的分工细化与交叉得益于京杭大运河贯通后文化交流的深入，观众群体在最基本的昆曲审美需求之上提出了

更高层次的娱乐消费要求，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昆曲的繁荣发展。在大运河文化的推动下，昆曲自觉呈现出包容、融合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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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昆曲为了迎合新的观众群体与演出市场需求而自我谋求发展的表现。不同昆班演员通过交流演出，汇聚了南北戏剧的特

点，积极吸收大运河沿线地域戏曲、音乐、说唱艺术的表演特点，使昆曲的受众群体更为广泛。 

昆曲在最初的发展阶段，虽然演出已经遍及天下，但是对于一些北方城市来说，充其量也只是“足迹”而已，并未达到真

正根深叶茂的境地。当京杭大运河进一步打破了地域之间的隔阂，诸多不同类型的昆班演员重新在北方城市开辟了新的演出市

场。他们不仅活跃在文人雅士的庭院、王公贵族的内廷，同时还以演新戏的方式，占领了最为广大的民间演出市场。在他们的

带领下，江南昆班艺人北上从未中断，如扬州老徐班的张维尚、江班小旦金德辉、白面王炳文都是其中的代表。他们以精湛的

表演促使了昆曲角色扮演体系的改革——从十行角色过渡到重三小（小生、小旦、小丑）戏。[11](P233-234) 

总体来说，大运河文化变迁使昆曲借鉴了大运河沿线地域各个戏曲剧种的演员分类方法，并经过几代昆曲演员的努力形成

了至今尚在沿用的演员角色体系。大运河不仅连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海河、黄河这五大水系，而且还推动了这五大水系

所在城市中的不同昆班演员交流，为戏曲剧本创作的繁荣和昆曲表演艺术流派的“南北分野”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三）对昆曲表演艺术流派的影响 

自清朝乾隆时期以来，由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大运河漕运业的振兴进一步刺激了昆曲演出活动的开展。尤其是乾隆时

期举行的全国范围的祝寿活动，使大运河沿线城市不同艺术流派的昆班云集京师，互相切磋表演技艺，使北京出现了诸派杂陈

的局面。这其中以南方地区戏曲中心扬州、苏州较为典型。水路即戏路，苏州、扬州等南方城市商人行踪抵达大运河沿线的北

方城市，他们广建戏馆，从江南招募北上演出的昆班演员。这些南方昆班演员北上后频繁接触到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等“乱

弹诸腔”，其表演风格演变成花（乱弹）、雅（昆曲）并蓄，别具一格，与原先“南方昆曲”的表演艺术风格有着明显的区别，

从而奠定了北方昆曲艺术流派发展的根基。如苏州著名昆班寒香班艺人陈明智，原“为村优净色”，常常在当地村中演剧。后

得一机遇在苏州城中临时为名部“寒香班”饰演《千金记》中的楚霸王，后一鸣惊人，“遂为寒香班净，复冠共部中”。在南

巡戏曲汇演中被朝廷选为内廷戏班教习一职，遂“以伎游京师”。焦循的《书陈优亭》曾对他的表演技艺有着这样的描写：“《起

霸》者，项羽以八千子弟渡江故事也。陈振臂登场，龙跳虎跃，旁执旗帜者咸手足忙蹙而勿能从；耸喉高歌，声出钲鼓铙角上，

梁上尘土簌簌坠肴馔中。座客皆屏息，颜如灰，静观寂听，嗟叹以为绝技不可得。”[12](P501-502）文中所描述的“振臂登场，龙跳虎

跃”“耸喉高歌，声出钲鼓铙角上”，多为北曲的唱腔与舞台表演风格，但是陈明智已经将其融为自身特有的表演个性而自成

一派，这也充分证明文化变迁对昆曲表演艺术流派的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影响不仅在昆曲表演艺术流派的演变过程中有所显现，同样也影响了其主要的伴奏乐器——昆笛的演

变与发展。自魏良辅对昆曲采用昆笛伴奏以来，吴中地区昆腔演唱必用昆笛，在苏州张梅谷、无锡陈梦萱等昆笛演奏家的带领

下，借助大运河水运大动脉的力量，最终突破昆山腔“止行于吴中”偏安一隅的局面，他们以京师昆班汇演的方式，北上占领

了北京、天津等主要北方城市的戏曲舞台，并形成了“四方歌者皆宗吴门”的昆曲兴盛局面。昆曲的兴盛、文化的变迁同样也

使这些来自于江南昆班的司笛手成为京师昆班争先聘请的对象，他们起初为堂名、清客串、职业昆曲艺人服务，而后又独立建

立乐社，教、伴演昆曲成为昆笛乐社成员谋生的手段。在“南北昆曲”互融的影响下，昆笛表演艺术风格也形成了两种截然不

同的流派，史上称之为昆笛演奏风格的“南北分野”，强调在伴奏中柔婉明媚与醇厚苍劲的笛风并存，使昆曲伴奏艺术的发展

更为多元。[13](P106-117) 

1853 年后，受太平天国的影响，大运河漕运被迫中断，期间沿线主要城市经济遭受重创，漕运业逐渐荒芜，大运河戏路繁

荣局面不再，就连京师的内廷演剧机构“南府”也日渐窘迫。在大规模的内府演员裁减之下，许多革退的民籍昆班学员“交苏

州织造便船带回”，而其他学员则就地遣散。而此时的南北昆剧剧坛情况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花（包含梆子腔、秦腔等昆

曲之外的声腔剧种）、雅（即昆曲）之争”的出现导致了昆曲消衰的局面。当然，从昆曲剧种发展的历程来看，“花雅之争”并

非是完全对立，而是在竞争的过程中互相切磋、交流、学习，这种互相交流学习直接导致南北昆剧剧坛频繁出现“昆乱同台”

的现象，产生了“昆弋腔”（吹腔）、“乱弹腔”（昆梆）、“二簧调”等清末民初最有影响力的六大腔调。据《扬州画舫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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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自四川魏长生以秦腔入京师，色艺盖于宜庆、萃庆、集庆之上，于是京腔效之，京、秦部不分。”[14](P30）不难看出，剧

坛中的“花雅之争”虽然加速了昆曲的颓势，却为其他戏曲剧种的繁兴作出了新的贡献。 

“花雅之争”以后，散落在全国各地的昆剧流派有的被其他剧种所吸收，通过改造“利用”，成为新的昆曲“支派”，而

有的则完全消亡。到了近代，纵观全国依然活跃的昆曲艺术形式，南方较有代表性的则是“浙昆”，而北方则是以北京、河北

为代表的“北昆”。“浙昆”所流布的地区如金华、嘉兴、杭州、温州等地的职业戏班，以折子戏、正本戏演出为主，通过与

高腔、乱弹、徽调的“合班”演出，倡导兼收并蓄的表演艺术特点，并形成了讲究正统的苏州昆曲、嘉兴昆曲、杭州昆曲，“昆

乱合班”的金华昆曲、丽水昆曲，凸显地域特色的宁波昆曲、温州昆曲等“浙昆”支流，为昆曲在南方的延续发展提供了强有

力的支持。而“北昆”所流布的北京、河北等地，则采用“昆腔、秦腔、弋阳腔”与“昆腔、西皮、二簧”合作的方式，衍生

出两大支流，前者多在河北高阳、滦州、获鹿、安新、玉田、保定一带流传，而后者则为京剧的前身，为京剧的形成做了必要

的铺垫与准备。总体来说，北昆的诸多支流同样也是为北方昆曲的普及和延续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由此可知，大运河文化变迁对昆曲表演艺术流派的影响可谓是全面而深入的，除了具有代表性的“浙昆”“北昆”之外，

昆曲在其他区域如安徽、江西、湖南、四川等地也形成了“徽昆”“赣昆”“湘昆”“川昆”等支流。虽然这些昆曲表演艺术

流派并不在大运河水路所流布的区域，但大运河所在区域城市中人口大规模的流动与文化整体的迁移，使昆曲对其他剧种声腔

的吸纳成为可能，移民、行商又为昆曲支派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昆曲多个支派的出现标志着昆曲艺术经过运河的融

合更加成熟与稳定，虽在漫长的历程中历经沧桑，几度浮沉，但是还依然屹立在中华戏曲之林，成为研究各大戏曲剧种的“活

化石”。 

三、大运河文化在昆曲艺术传承和发展中的作用 

昆曲艺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本身就是大运河文化的产物，受大运河文化的影响与制约。因此，应从文化的视角对昆曲

艺术产生、发展的根源进行研究。昆曲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南北兼容，昆乱并存”的艺术现象并非凭空而生，而与其生成、流

传的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因此，从大运河文化变迁的视角去探寻昆曲兴衰之艺术规律，可以对昆曲演变的历程有更为深入

的认识。 

（一）促进昆曲剧目的传播与编创 

昆曲剧目是昆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经典的江南昆曲剧目随着大运河水路的传播，逐渐传入北方大运河沿线城市，

成为达官显贵官场应酬的重要组成部分。剧目的传播与展演进一步刺激了昆曲演剧班社的发展，当时宫廷蓄养内廷戏班、大户

人家私养家乐昆班、民间广蓄职业戏班的风气可谓盛极一时。大量昆曲演员的培养为昆曲剧目的传播提供了保证，而大运河文

化线路上丰富的民间音乐、戏曲、说唱艺术活动，又为昆曲剧目在全国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文化生态环境，为昆曲剧目的创作

提供了丰富的词、曲素材。昆曲剧目依运河而生，沿运河传承，在剧目传播与编创上体现了两大特征。 

其一，剧目传播与编创的时代性。从全本戏到竞演新戏，再到折子戏，昆曲剧目创作历经中国封建社会末期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前这一段极为动荡的历史时期，社会矛盾斗争尖锐激烈，这种时代特点全部都体现在昆曲剧目的创作之中。与创作

初期相比，才子佳人的爱情主题已经不是昆曲剧目创作唯一的主题，认真描写、反映现实生活使昆曲剧目在质上有别于前期的

创作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汤显祖《牡丹亭》到冯梦龙《卖油郎独占花魁》，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十

五贯》，这些经典的剧目都体现出一些冲破封建势力、争取自由、反抗压迫的民主精神。尤其是剧本创作之中体现出来的意境与

思想，无不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充分体现了昆曲剧目创作的时代性。大运河沿线文化的交流与变迁，打破了昆曲剧目

创作照本填词、闭门造车、贪多逞才的弊端，使内容题材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大量为民间演出所编创的折子戏不断使昆曲的演

剧活动延续下去，这也是昆曲剧目创作时代性的最好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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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剧目传播与编创的交融性。由于昆曲各个支流是在大运河上南来北往的演出中交融产生的，每个支流与所流布区域

的方言相结合，并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当然为了取得一定的上座率，则必须采用开放、融合的视野编创新戏，这也是戏曲

演出市场的残酷性所决定的。如秦腔花旦魏长生曾在吸收诸多大运河沿线新剧种表演特色的基础上，编创了新剧《滚楼》，在北

京引起了轰动。吴长元编著的《燕兰小谱》有记述：“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

或至散去。”[15](P34）由此可见，剧目的交融实际上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它蕴含着许多文化信息。运河沿线的文化生态背景，剧

目创新的市场竞争压力，影响昆曲剧目的编创态势。昆曲艺术家在编创剧目的过程中，受不同文化因素的影响，对不同类型的

戏曲剧种、说唱曲种、民间音乐品种进行了深入的学习，并通过表演中的互融与借鉴，不断提升昆曲剧目的演出品质。 

（二）促进昆曲舞台表演体系的建立 

自大运河全线贯通之后，南方昆曲诸腔先后进入北京、河北等地，在表演内容上以反映社会现实为主，在行腔语言、念白

上则采用北方通行的语言韵律，这些表演上的改变推动昆曲在全国尤其是北方地区广泛传播。一些昆班艺人对元明杂剧、南戏、

昆曲进行了深度整理，并在此基础之上设计了新的舞台形体动作与演唱程式，使昆曲的表演体系逐渐规范，为成为全国性的戏

曲剧种奠定了基础。 

昆曲的角色（也被称之为“家门”）在发展之初较为简略，最初只是“十门角色”，即生（正生、小生）、旦（老旦、正旦、

贴旦）、末（正末、副末）、面（大面、二面、小面），总计四个行当十门角色。昆班沿大运河进京以后，受其他戏曲剧种角色扮

演方式的影响，在“十门角色”基础之上再细分至多达“二十家门”，即：生行衍生出大官生、小官生、巾生，达到五种角色；

旦行在原有基础之上增设了作旦、四旦、五旦，达到六个角色种类；面（净）行则增加了黑面、红面、白面三种性格角色种类；

末行增设了老外一个扮演角色。[16](P59-61）细分后的角色对演员的扮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嗓音、外形、性格、气质等，只有对

照这些条件去量身定做、挑选适合自身的表演剧目，方可使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丰满而富有气质。这种角色分类体系一经推广后

便在昆曲界口口相传，加速了昆曲表演体系的发展进程。 

另外，受大运河文化交融的影响，南北昆曲的表演艺术程式在相互交融中不断得到发展，为规范化、程式化的昆曲舞台表

演体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南北昆曲的表演艺术家通过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凝练成若干个人物表演程式，

使其独立于各个具体艺术形象之上，在昆曲界也称之为“身段”。当这些程式化的动作经过几代艺术家的不断演练而自成系统，

并形成演员与演员之间、演员与观众之间彼此心照不宣的表演符号以后，演员们可以直接跳过对模拟生活的“直描”，而以程

式化动作作为表演语汇来刻画剧中人物形象，这样的表演方式逐渐成为昆曲界共同遵守的法则而一直沿用至今。[16](P67-70) 

总体来说，在大运河文化变迁中所形成的表演程式、角色扮演方式为昆曲演员的表演提供了成熟、规范的标准，演员可以

依照这个标准进行更加深入人物性格和剧本内容的艺术创造，以此来构建特色鲜明、表演规范的昆曲表演艺术体系。 

（三）给予昆曲伴奏艺术丰富的创造力 

自徽班进京以后，不仅使大运河两岸热爱昆曲的百姓都有机会目睹昆曲艺术的风貌，更为重要的是，在昆曲沿着大运河文

化带进行传播的过程中，其不断吸收姊妹戏曲剧种伴奏艺术的特色，并纳入自身的伴奏体系之中，尤其是很多脍炙人口的经典

作品，都是在南北昆曲伴奏艺术民间融合和改进以后才广为人知。大运河沿线丰富的戏曲品种，为昆曲伴奏艺术提供了源源不

断的养分。 

首先，大运河文化变迁使昆曲的伴奏乐队形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之前以锣鼓为主，变成以笛为领奏，管弦乐与锣鼓乐

协奏的方式。除了以笛作为主奏乐器之外，还配以笙、大提琴、三弦、箫、管子、唢呐、琵琶等多种中外管弦乐器组成的伴奏

乐队。在锣鼓乐配合方面，突出小锣为主，尝试运用不同敲击力度的音响来配合唱腔与表演。锣鼓点吸收了浙东锣鼓、北方鼓

吹乐锣鼓的演奏手法，通过轻重快慢的锣鼓点来配合演员的表演。尤其是领奏的班鼓有“点击”“捻击”“闷击”“滚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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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演奏手法，产生了富有变化的音响效果。 

其次，历经“花雅之争”后的昆曲艺术逐渐衰落，为了避免消亡的命运，它又借鉴吸收了梆子腔、京剧的伴奏手法，努力

改良昆曲原有的伴奏方式，以通用的（主要是京剧）锣鼓经作为昆曲伴奏的主要参照。在乐队构成上，吸取南方苏州、昆山、

上海一带器乐乐种江南丝竹的做法，通过采用中西混合乐队来提高昆曲伴奏艺术的表现力，营造特有的戏剧表演环境。这在昆

曲日趋衰落的情况下，为昆曲唱腔、表演、器乐伴奏艺术的传承提供了支持，为当今昆曲艺术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可资参考的案

例。 

总而言之，从昆曲艺术发展流变的历程来看，京杭大运河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贯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为昆曲艺术

的交流与传播提供了便利，促进了昆曲艺术的繁荣。尽管今天昆曲的发展与传播并不依靠京杭大运河，但是京杭大运河对昆曲

的影响却延续至今。正是在京杭大运河变迁的推动下，昆曲艺术才有了各具特色、成就极高的分支流派，也正是有了京杭大运

河，昆曲艺术才得到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成为全国性的大剧种。京杭大运河沿线文化带的昆曲表演艺术家、表演艺术流派、

剧目是昆曲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保护京杭大运河这一命题重新提出的今天，重新对大运河与昆曲产生、发展之间的关系进

行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昆曲艺术的发展规律，为未来的保护与传承提供更有历史与现实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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